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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”笔谈 第二辑

主持人语 本刊在 年第 期上发表了第一辑 “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 ”笔谈稿 ,

文章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 , 充分显示了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高度关

注 。眼下 , 中国正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 , 无论是政治经济之健康发展 , 还是社会文

化之保育革新 , 都需要学术界提供更多历史经验的借鉴 。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都已经意识

到中国当代史研究在资政济世方面的重大价值 。从学术承继与创新的角度来看 , 中国当

代史之研究 , 最近更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关注 然而 , 有价值之研 究成果的产

生 , 仍需要研究者倾其全力而为之 , 并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 。为此 , 本刊继续邀请学者

就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中的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。此次参加笔谈者 , 除上海本地学者外 ,

还包括在上海以外高校工作并长期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者 , 相信他们的见解不但有

助于本次讨论的深化 , 亦能引起读者更多的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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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冯筱才 、金大陆二君邀请 , 一定要我参加这个笔谈。其他发言者均行家里手 , 我乃一 “行外人 ” , 然屡辞未果。遇

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开会 , 我有即兴发言 , 他们将录音整理发来请作修改 , 无奈中只好草成此篇 , 亦借此打破 “观棋不

语真君子 ” 之旧规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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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是一代人继一代人的时间接力长跑 , 所以人们常喜欢说 “承前启后 , 继往开来 ”。有时

会感慨每一代人总是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前行 。许多问题前人没有或者来不及解决好 , 交给下一

代人 “接力 ” , 这是自然之道 , 埋怨是没有道理的。积极的态度是打开包袱 , 细心清理 , 会发现

不尽是给我们出难题 , 也包含着前人经历留下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, 经验里潜藏着众多精神财

富 。有出息的后人 , 一定是在对前辈的经历作过认真清理之后 , 明辨何谓继承与扬弃 , 汲取历史

智慧 , 谨记历史教训 ,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, 获取比前人更开阔的视野 , 创新开来的承诺才有所依

凭 。 “远亲不如近邻 ” , 当代史的魅力就在于离我们很近很近 , 从切用的程度上说 , 古代史永远

赶不上它对历史前行所具有的直接启发性 。所以 , 我对当代史研究有特别的期盼 , 在多次场合不

吝鼓吹 ,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。

庆幸的 , 历史研究风气的大变革已经看得到希望了。一百多年来 , 我们的历史研究大约经历

过两次重大的变革 。第一次是梁启超所倡导的 “新史学 ” , 其主旨是将帝王将相的历史变为人民

大众的历史 。这一过程走得很艰苦 , 由于缺乏与 “新问题 ” 相呼应的 “新史料革命 ” 作坚实的

支撑 , 对人民的历史地位 , 对民众的生存状态 , 仅凭传统文献演绎 , 或 “雾里看花 ” , 或 “隔靴

搔痒 ” , 终究不能完全落到实地 。待到上世纪 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 , 眼睛向下 , 跳出书

斋 , 走到 “现场 ” , 史学关注的重心才真正从国家 、政权下移到基层 、群众 。田野村落的考察 ,

民间史料的发掘 , 口述史的兴起 , 使 “人民的历史 ” 不再苍白空泛 , 而民间与国家的关系已经

可以凭借不断丰富的新史料得以逐渐被感知与再呈现 。传统的 “中国通史 ” 因许多重要历史细

节的不断揭开 , 纠正了不少由模糊或粗糙的印象带来的误读 , 巫须重新改写 。

继后的变革 , 便是史学重心的第二次下移 , 由明清史 、晚清史 、中华民国史逐渐下移至当代

史 。在此前历史内涵拓展的第一次变革基础上 , 这次再体现为历史时段往下延伸的变革 , 直逼当

下 。当代史的兴起 , 要拜赐于 “改革开放 ” 逐渐深化的大氛围。借助学术宽松环境的保护 , 经

先行者的艰苦拓荒 , 当代史研究正在一步一步地由 “潜流 ” 变为 “明河 ” 。以我的观察来看 , 觉

得现在已经是 “流水已到 , 渠成有待 ” , 不远处将会响起澎湃的潮声 。与西方历史学发展的态势

相似 , 在中国 , 当代史一定会成为史学的热点和 “显学 ”。哪个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领导 , 敏感而

具胆识 , 勇开风气 , 有远见地将它确定为史学发展的重心 , 及时组织队伍 , 设计与安排好中长期

的发展规划 , 这个单位必将占得先机 , 在未来学术排行榜的竞赛中优先摘得桂冠 。长江后浪推前

浪 , 潮起潮落 , 史学人才团队的重新排序才刚刚开始 , 十年固步自封 , 二十年后 , 先进变落后是

完全可以预期的 , 到那时恐将悔之而莫及 。

我以为当代史的研究 , 应该先集中梳理 年至 年时段 。相比于仍在流动中的 “改革

开放 ” 历史 , 先前的 年已经具备了 “沉淀的历史 ” 之资格 。 年以后也可谓 “当代史 ” ,

但历史过程尚未走完 , 许多精彩的大戏还在后头 , 视为考察对象 , 作历史学的讨论 , 难免混同于

“当代问题研究 ” , 有 “即时 ”效应 , 却少 “历时 ” 价值 而严格意义的史学研究 , 总是针对已

经过去了的历史 , 从而才可能避免因较多 “主观性 ” 的渗人而妨碍史学的冷峻 、真实 、客观 、

全面等特性的坚持 。过去常说的 “后朝修前朝史 ” 的说法 , 也多半是在这个意义上提醒修史者

在条件不成熟时勿仓促从事 。例如明代 , 从中后期开始就有各种民间所修的本朝史籍 , 有关晚明

的笔记野史更黔不胜计 , 但基于各人掌握的史实有限 , 更因为修史者身处 “时局 ” 中 , 非 “旁

观者 ” , 基于派系利益 、思想分歧 、亲疏偏见带来的问题甚多 , 被人讥之为 “谈史 ” 、 “谤史 ” 、

“诬史 ” 者不乏有之 , 许多判断经不起兹后时间的检验 。只有到了清初 , 一代历史 乃至一代

“当事人 ” 走完 , 历史完全沉淀了下来 , 博采前人史料 , 精心筛选勘比辨伪寻真 , 《明史》 的修

纂才比较成功 但与 《史记 》 相比 , 其史识之高下不可以道里计 。

“秉笔直书 ” , 真实是史学的灵魂 。史学离开了真实就不再是 “神圣的殿堂 ”。史学不是要直

接告诉人们现在和将来怎么做 , 而是要讲述人们过去曾经做过什么 , 事情的来龙去脉 , 行为的动

机与结果 , 最终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 , 等等 。出色的历史学家往往也是讲故事的能手 , 但讲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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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直接等同于史学研究 。任何一个故事都不是孤立发生 、孤立存在的。围绕着某个故事 , 有前

因有后缘 , 更有内外纵横左右关联 , 它的结果有显潜正负四种效应 , 有些结果可能不是 “立

报 ” , “不是不报 , 时候未到 ” 。越是复杂重大的事件 , 其因果关系越是呈现蛛网状 , 牵丝攀藤 ,

斩不断 , 理还乱 。当代史研究将不再有古代史学研究常遇的史料贫乏或枯竭之窘 , 但也可能遭遇

前所未有的 “史料横溢 ” 的挑战 , 困迫于史料检验 、考订与适度诊释之繁难 , 讲究史学方法的

改进 , 强调史料应用的严谨性与周密性 , 均显得特别紧要 。严耕望研究唐宋交通史还有可能以

“将史料一网打尽 ” 傲雄一世 , 今日谁敢发此狂言 但此层意思还不能丢 。证据越多越好 , 多一

分证据就多一份底气 。最怕的是以发现某 “新史料 ” 为满足 , 就此件说此事 , 胆大的还横加发

挥延伸 , 由此及彼 , 难保不出纸漏与笑话 。因此 , 我建议在当代史研究兴起之初期 , 特别需要建

立 “史料学 ” 课程 , 以培养后进 , 就像军训演习队形一样 , 看无实战效应 , 却是将来打仗时必

须先得具备的 “严守纪律 ” 的素质基础 。

许多人对韦伯的 “价值中立 ” 说不以为然 , 我个人却觉得这个提示对我们 “古为今用 ” 的

旧习不无纠偏疗伤之效 。我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预测学 , 也不赞成将当代史挂钩于 “当代问题

研究 ”。由历史直接导向决策 , 从而预测未来将可能发生什么 , 从来都是以 “测不准 ” 告终 。历

史的智慧表现为历史感 。历史感最能克服浅薄的功利观 。我希望当代史研究将具有博大的胸怀 ,

深远的历史眼光 , 将当代历史积淀下来的成果转化为历史的智慧 , 历史智慧转化为思维方法的改

善 。我们这个民族 , 在思维方法上吃简单化 、片面化 、绝对化的亏实在够辛酸的了 。

最后 , 我建议当代史研究 也包括整个史学研究 要培育起正常 、健康的史学批评风气 。

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 , 也一定是史学讨论与批评最热烈的时期 。在 “新史学 ” 提出之初 , 在清

代通史草创之时 , 在 “近代史 ” 编纂滥筋之际 , 学界相互批评商榷的风气很盛 , 指摘不乏火药

味 , 但都秉着学术求真的精神 , 绝不虚伪做作 , 阿世媚俗 。回看上世纪三十年代 《大公报 》 “副

刊 ” 的书评 , 大家频频出手 , 批评不留情面 , 针贬既狠又准 , 这样的学术氛围真让人羡慕 。那

个时代 , 张荫麟敢于对陈寅悟的批评 “说不 ” , 发文回辩 , 而陈氏对张内心实爱赏有加 。 《大公

报》 连续刊出陈恭禄与萧一山的反复争辩 , 陈氏言辞不假客气 , 却促成 也可谓 “逼迫 ” 萧氏

出国访学 , 寻找涉外 “新史料 ” 他的 《清代通史》 从第二卷起因此别开生面 , 焕然一新 , 便是

一个最好的例子 。告别文革 “大批判 ” 的做法 , 却变态出一个意想不到的 “副作用 ” , 便是 “烂
好人 ” 满天下 , 各扫自家门前雪 , 莫管他人是与非 。现在虽不时也有 “书评 ” 刊出 , 却是好话

说尽 , 对不足与问题用鸡毛帚子轻轻一掸 , 这于作者与读者有什么好处呢 趁当代史研究开局的

大好形势 , 我觉得祛除庸俗的相互捧场陋习 , 树立争辩批评新风 , 正当其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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